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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历史的视角，梳理和审视 1910~1948 年全运会制度的根源及发展历程。研究结果

表明：1910~1948 年全运会竞赛制度经历了晚清政府时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北洋军阀时期收

回组织主办权、本土文化初始渗透以及国民政府时期全运会制度的本土化实践 3 个发展阶段，促

进了体育竞赛人才专业化和职业化、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化、竞赛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同

时也受因锦标主义而产生的不良赛风赛纪问题的长期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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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the authors collated and examined the root and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Games system between 1910 and 1948,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National Games sys-

tem between 1910 and 1948 went through such 3 development stages a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

er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period, the reclamation of the organizing and hosting right and local culture 

initial penetration in the Northern Warlords period, and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 Games system localization i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peri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mpetition talent speci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competitive sports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atization, as well as competition marke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was also troubled by the problem of bad competition atmospheres and disciplines produced by champ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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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帝国逐步完善了他们

的控制模式，这些模式包含了借助于跨国界活动和信

息文化的交流等方式达到对殖民地的直接管理。建立

帝国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延伸和深化着权威与控制

关系，所有帝国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系列相互关联

的结构问题或矛盾：完全依靠或主要依靠强制武力的

反复实施就可以获得其管辖范围内的合作与服从。规

避这个困境的一种途径就是采取文化的方法：建立一

个受到血缘关系、信仰和宗教联系约束的全体统治阶

级，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广泛扩展因文化强权的传播而

得到加强[1]。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

侵略[2]。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是现代体育运动输入

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比较正规的田径、球类运动，

首先是在教会学校和青年会中开展起来的。清末教会

学校一般不开设正规体育课，主要通过组建运动队，

组织运动竞赛等课外活动，利用体育竞赛宣扬“西洋

文明”，灌输宗教意识，提高教会的声誉。西方体育在

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大型体育竞赛所具有的群体性的、

有凝聚力的、宣泄情感的以及类似于节日的狂欢气质，

与中国的岁时民俗之气质具有类同之处，所以很快地

走人了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3]。全运会制度的产生

并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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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当时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传教士，目的是希

望通过传播西方现代竞技体育的文化，达到文化侵略

的目的，而大型体育竞赛以新异、见效快、影响深远

的优势恰好契合了西方传教士文化强权传播的目的。 

 

1  1910~1948 年全运会发展阶段特征 
1910~1948 年召开了 7 届全运会，历经了晚清政

府、北洋军阀、国民政府 3 个不同的历史统治时期，

这 3 个时期全运会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1.1  晚清政府：竞赛制度从传统的断裂向现代转型 

按照罗荣渠教授[4]的看法，“现代”(modern)一词有

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

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一层是作为

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和特征。”

这种“新时代精神和特征”通常被称为“现代性”

(modernity)。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首先在于

“现代性的挑战”，即现代知识与观念的出现使传统社

会的基本心态受到了挑战，这样，“在其传统知识的框

架中，一个社会开始面对现代观念和体制，现代性的

倡导者出现了”[5]。由于我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侵

略之下被迫进行的，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后发外源

型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发展特征在体育领域亦是如

此。 

1910 年 10 月 18 至 22 日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

起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 1 次体育同盟会”，在南京

南洋劝业场成立，美国人爱克纳斯任此次运动会的“全

国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后，正式称这次运动会为“第

一届全国运动会”。运动员分别代表 5 个地区参加比

赛，华北队 20 人，上海队 40 人，华南队 28 人，吴宁

(苏州、南京)队 31 人，武汉队 21 人，总计运动员 140

人。竞赛项目只有田径、足球、网球和篮球。 

第 1 届全运会竞赛的组织者、裁判、秘书、干事

等职务主要由外国人担任，在全运会上不仅外国人讲

英语，运动会的秩序册用英文，连参加运动会的中国

人，在用到体育运动术语时，也讲英文。由此可以看

出，这届全运会竞赛制度完全是按照西方体育竞赛的

模式举办的，带有明显的制度移植性特征。这种特征

标志着我国的竞赛制度从传统的断裂向现代转型，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 1，从项目设置来看，第 1 届

全运会的项目有田径、足球、网球和篮球，并未设置

清末流行的各种兵操、器械操及游戏项目，且竞赛规

模与方法与过去有了质的变化。第 2，从目标定位来

看，第 1 届全运会是中国人对奥运会活动的最初模仿。

竞赛组织形式类似于奥运会；项目分组和成绩录取上

也比较规范；举办地点在南京“南洋劝业会”，这是清

末规模最大的商业博览会[6]，体现了全运会在运作模式

上对奥运会的模仿。 

1.2  北洋军阀政府：收回运动会组织主办权 

被移植的制度能否和现有的制度环境实现“契合”

以及能否被所有相关利益者普遍遵守，甚至成为某种

程度的共识或价值观，是衡量制度移植成功与否的关

键。青木昌彦[7]认为：“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

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否则，精心设计

的制度很可能高度不稳定。”由于全运会制度最初是西

方文化的一种强权介入，国内并未建立与其相互一致

和支持的制度安排，因此，收回全运会的组织主办权，

将其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环境相契合体现了本土文化在

全运会制度中的初始渗透。 

第 2 届全运会于 1914 年 5 月 21 至 22 日在北京举

行，负责人是北京青年会干事、美国人侯格兰德。本

届比赛分全国为东、西、南、北 4 部分，运动员各配

戴不同颜色的标志带(东部黄色、西部红色、南部绿色、

北部白色)以示区别。竞赛项目为田径、篮球、足球、

排球、网球和棒球 6 项，其中田径比赛有 17 个单项：

100 码、220 码、440 码、880 码、1 英里和 5 英里赛

跑、220 码低栏、120 码高栏、跳高、跳远、撑杆跳高、

铁球、铁饼、半英里接力赛跑、1 英里接力跑、5 项及

10 项运动。这届全运会仍然是由外国人主持操办的。 

西方文化的强权介入与企图控制和垄断中国体育

事业的目的遭到了爱国人士强烈的反抗。这种强烈的

民族主义情感表现出了中国人强烈的自尊心。五四运

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

使得全运会制度由移植外生性开始转向本土化实践。

第 3 届全运会于 1924 年 5 月 22 至 24 日在湖北武昌跑

马场举行。参加比赛的有华东、华北、华南、华中、

华西 5 区的运动员及华侨运动员共 340 余人。竞赛项

目有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网球 7

项，计分方法采用远东运动会的标准。第 3 届运动会

的突出特点是中国人不甘心外国人操纵国内体育竞赛

活动，外国人控制竞赛事宜的局面开始转变，部分工

作人员及裁判员已由中国人接替。女子开始参加表演

(球类、武术、器械操)，田径赛的丈量由码制、英尺

制一律改为米制。在第 3 届全运会结束不久，1924 年

8 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正式成立“中

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 

1.3  国民政府：全运会制度的本土化实践 

本土化的实践过程，实质上就是使产生在西方的

近代科学在中国发生转变，以适应本国、本地、本民

族的情况，并在本国生长，使之具有本国、本地、本

民族的内涵、特色或特征的过程[8]。从历史的进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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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体育是文化的

一部分，体育和赛事一样都是文化实践[9]。全运会制度

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本土化也是一

个不断深化的、动态发展的历史实践过程，体现着国

民政府对全运会制度的创新。 

第 4 届全运会原定于 1929 年在广州举行，但国民

政府决定 1930 年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同时举

行全运会。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将运动会与大

型展览会联合举办的重要意图。第 4 届全运会由浙江

省筹办，全国体协负责组织。竞赛项目男子设 8 项(田

径、全能、游泳、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网球)，

女子设 4 项(田径、篮球、排球、网球)，分别记总分[10]。

第 4 届全运会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一是开始改为省、

市、特别区及华侨团体为参加单位；二是增设女子组

的正式比赛；三是由中央政府自办，参加的省、市、

区单位达 22 个。这届全运会最大的收获在于政府与人

民的充分合作[11]。 

第 5 届全运会于 1933 年 10 月在南京举行，是由

国民政府“全运会筹委会”承办。本次全运会是在

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举行的。参加单位 30 个

(包括菲律宾和巴达维亚华侨队)，运动员 2 248 人(男

子 1 542 人，女子 706 人)。竞赛项目男子 10 项(田赛、

径赛、全能、足球、篮球、排球、网球、棒球、游泳、

国术)，女子 7 项(田径、篮球、排球、网球、垒球、

游泳、国术)。本届运动会将田径分为田赛与径赛 2 项，

同时增设女子垒球、游泳和国术 3 项。 

第 6 届全运会于 1935 年 10 月在上海举行。在保

留上一届运动项目的基础上增设了举重、竞走、马球、

小型足球、外蒙古摔跤、自行车和乒乓球表演项目，

参加单位达 38 个。这届运动会第一次按照国民党政府

教育部颁布的《全国运动大会举行办法》执行，参加

办法、比赛规则、录取办法更加规范，创造了全国纪

录 19 项，是较为成功的一次运动会。 

第 7 届全运会于 1948 年 5 月 5 日在上海举行，男

子竞赛项目设有田径、游泳、举重、拳击、摔跤、足

球、篮球、网球、排球、垒球、乒乓球单打，女子竞

赛项目设有田径、篮球、游泳、网球、排球、垒球、

乒乓球单打。参加单位共 50 余个，其中陆军、海军、

空军、警察和联勤作为特殊单位参加了比赛。蒋介石

在本届全国运动会训词：“本来一个民族的生存，必须

德育、智育、体育三者皆有健全的发展，尤其体育更

是德智育之基本。……而且本届大会所得特殊成绩，

带回到各个学校和全国各地方，鼓舞爱好运动的风气，

使我们国民体育获得迎头赶上的进步。”[12]蒋介石的训

词既阐述了通过运动场上的竞技比赛，培养国民道德

并推至各校、各地方，同时也表明着国民政府推行体

育竞技化与普及化并行的体育政策主张。 

由上述 4 届全运会可以看出，国民政府主要通过

参赛单位、项目设置、全运会目标定位、记分办法的

变革来实现全运会制度的本土化。这一本土化实践充

分体现了全运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政治、经济

和文化制度的相互契合过程。 

 

2  1910~1948 年全运会制度的历史启示 

2.1  全运会制度促进了体育竞赛人才的专门化和职业化 

清末民初的城市社会里出现了中产阶层、产业工

人、城市贫民等三大社会阶层，而各个阶层内部也由于

社会分工劳动细化，不断改变着原有的分层与结构[13]。

全运会体育竞赛规模的不断扩大(见表 1)，使体育竞赛

分工逐渐精细化，相应的职业应运而生，既有运动员、

裁判员以及专门的体育记者，还有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体育场场长、体育指导员、体育督导员等等。专业体

育记者的队伍也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兼职到了 40

年代的专职[3]。运动员作为一种职业，也逐步从学校中

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特殊群体，享受专门津贴。 

 

 

表 1  1910~1948 年全运会参加人数、参加单位 

届数 年份 地点 项目数量 运动员人数 参加单位 

1 1910 南京  4  140 华北、武汉、吴宁、上海、华南 5 区 

2 1914 北京  6   96 东、西、南、北 4 区 

3 1924 武昌  7  340 华东、华北、华南、华中 4 区 

4 1930 杭州 12 1 630 全国 22 个单位 

5 1933 南京 17 2 248 全国 30 个单位 

6 1935 上海 17 2 700 全国 38 个单位 

7 1948 上海 18 2 233 全国 58 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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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围绕全运会制度形成了国内竞技体育人才培养

体系 

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从学校运动会、区域性运动

会到全运会的格局，大区运动会、省市运动会相继出

现，互相衔接，并逐渐定期举行。这意味着竞技人才

梯队建设渐渐形成专门的人才体系，为体育人才的选

拔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 1，各大区运动会普及与发展迅速。 

华北、华中以及华东等地区，都举办过规模不等

的运动会。而较早、较系统的运动会当首推华北运动

会，1913~1934 年共举办了 18 届。第 15 届华北运动

会，对章程进行了修改，把以学校为参加单位，改为

以省、市、区为参加单位。会章修改后，华北地区体

育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是以往华北运动会都是华北体

联自办和争取各省、市、区承办，现在变为各省、市、

区争着申请主办；二是各地积极修建运动场。华北运

动会是解放前我国举办时间最长、参加范围最广、水

平最高、影响最大的地区性运动会，对华北体育以及

全国体育有积极的影响[3]。华中区在当时也是一个系统

举办过地区性运动会的地区，它主要包括湖北、湖南、

江西和安徽 4 省[14]，1923~1936 年共举办过 6 届。除了

华北、华中地区，华东地区的体育运动也有很大发展，

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华东并未举行过正式的地区

性运动会，只举办过“东方八大学运动会”和成立过

“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这 8 所大学中，除了上海

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上海复旦大学和南京东南

大学外，其他均为教会学校[14]。 

第 2，各省市运动会举办得有声有色。 

早在 1904 至 1908 年间，在华南地区的广东省、

福建省等就举办过省运动会。这可以说是在我国举办

的较早的省市运动会。1915 年，第 2 届远东运动会在

上海召开，中国得了总锦标，这一成绩有力地推动了

近代体育和竞赛在中国的开展，各省市相继举办运动

会。在华北，除了京津二市的运动会外，在北京还有

个学校联合运动会的组织；在华南，福建省于 1920

年开始举行全省运动会，以学校为单位，首次有 55

个单位参加，竞赛的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和网球。

华中地区的湖南省，从 1905 至 1927 年共举办过 9 届

省运会。由于它举办较早，较长时间没有中断，并且

又较正规，因此，在举行的 6 届华中运动会上一直蝉

联冠军，这无疑对湖南近代体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在华西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省的省运会，早在

1905 年，四川省就举办了第 1 届省运会，地点设在成

都北校场。1908 年秋，由省教育会筹备，又在成都南

校场举办了第 2 届省运会(也叫四川大运会)。此后，

在反帝思潮的影响下，省运会拒绝教会学校参加，因

而，虽还举办过地区、市、县的运动会和参加第 4、5、

6、7 届全运会的全省选拔赛，却并未再举行过正规的

省运会[14]。 

2.3  全运会竞赛开启了国内体育竞赛市场化、产业化

道路的先河 

全运会不仅开启了门票销售和企业赞助的先河，

而且还带动了相关体育用品服务业的发展。另外，全

运会与大型博览会同时召开，充分表明了它的市场化

发展道路和所具有的市场发展潜力。 

门票销售早在第 2 届全运会上就已经开始。大会

期间，每日参观者均在万人以上，售票处大有应接不

暇之势，普通座与优待座均人满为患[15]。到第 6 和第 7

届全运会，门票销售、企业赞助逐步发展。国民政府

主办的第 7 届运动会，因资金短缺，千方百计筹集资

金，“拼命卖门票，票价随物价一起上涨，星期日游泳

门票卖到 40 万元一张。仅门票一项就捞到 280 亿元”

“大做广告买卖，仅可口可乐在场内设 4 个大商标旗，

比大会会旗还要高，就收入 40 亿”。[16]大会为多赚门票

钱，把比赛秩序安排得十分松散以拖延时间[17]。虽然近

代中国全运会门票销售的社会实践运作中还存在着稚

嫩，但这却并未影响全运会作为一种大型体育竞赛活

动在追寻体育竞赛现代化的道路上所做的有益尝试。 

由于国内竞赛活动的广泛开展，催生了国内体育

用品制造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后，我国使用的运动

器材大多来自日本和欧美。1915 年后，民族资本得到

较大发展，国内反帝情绪日益高涨，一些爱国厂商开

始走上自制体育器材的发展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有保

定布云工厂，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已经能够生产足、

篮、排球及球网、球拍、铁饼、铅球、标枪等器材，

该厂的各种运动器材被历届华北运动会和 1933 年的

全国运动会采用。天津春和工厂和天津利生工厂都创

办于 1920 年，主要生产篮球、足球和网球拍等运动器

材，其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远销东南亚国家及印

度、英美等国。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供体育运动所

用器材主要来自于以上 3 个生产厂家，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说明了全运会竞赛作为一种产业，对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2.4  锦标主义助长了全运会不良的赛风赛纪 

在运动竞赛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西方竞赛组织

者思想意识的影响，一开始就赋予了运动会强烈的政

治色彩。在西方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参与的前 3 届全运

会中，获得胜利的选手，手捧奖杯，胸挂奖牌，高举

锦旗凯旋而归，所在单位和本人的姓名，报刊杂志登

载，社会各阶层争相议论。社会上鼓吹恭维之风尤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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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们无形中产生了“体育即运动”的错误思想[18]。

由于教会学校偏重“选手制”，助长锦标主义，导致锦

标主义成为 19 世纪 20 年代后体育运动中一个尖锐的

问题，成为全运会赛场赛风赛纪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 

 

全运会制度在从西方强迫到自主改革的曲折历史

进程中，就其外部环境来说，涉及中西文化冲突、政

治的变革、经济的转型和战争的破坏。就其内部来说，

又包含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做的各种努力。本文总结

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无意于对全运会历史的功过是非

进行评述，而是想客观的展现全运会制度在社会结构

性因素的影响下内在的发展路线，并从中得到有益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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